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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推动生产要素在中国城乡的双向流动，进而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但目前针对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不足。因此，借助省级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对中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和区域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深化该主题研究，为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升级、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数字技术为切入点，从理论分析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数字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化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省份城乡产业协调度，并就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技术在不同空间地理位置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异质性影响；县域经济在数字技术助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数字技术才能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其门槛值为10.379。基于此，进一步从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统筹规划和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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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0272927]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 the two-way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However, there is insufficien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Therefore, with the help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tries to deeply explore the overall impact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ac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aims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is them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upgrading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king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i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affe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it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digitalization,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digitalization level of each province,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calculat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in each province,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how digital technology affec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heterogeneous impact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spatial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county econom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Besides, the threshold model shows that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presents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whe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digital technology can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threshold value is 10.379. Based on thi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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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1]，数字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为中国经济稳增长促转型提供了强势动能。针对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现状，为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务院2021年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广度与深度，使得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场景融合商业模式实现多形式创新；同时，提出推进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加速城乡要素流动，优化城乡良性互动，塑造新型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以数字技术手段带动城乡融合发展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推进作用日益突出。
[bookmark: _Hlk141103187]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更好激发国内大循环发展潜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2]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强调要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产业作为大国立国之本，始终支撑经济发展。深化城乡产业联动、增强产业关联，提升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产业基础，长期作为广大农村支柱产业。传统条件下，由于提供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及农业服务业的主体呈现分散状态，相互之间缺乏有效融合途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相关服务业（以下简称“农业三产”）融合发展速度在农村地区明显滞后。在数字经济发展新时期，数字技术为打破城乡农业三产传统界限，形成以特色农业、生态农场为主，为乡村旅游、创意文旅、城市社区电商等融合发展格局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中国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生产要素由城市流向乡村仍存在诸多阻碍，严重妨碍乡村经济发展及城乡融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使得城乡发展壁垒逐渐模糊，城市对各类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有所减弱，要素流动模式逐渐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为此，本研究深入研究数字技术影响中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以期为中国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拉动乡村产业发展，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升级、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回顾
数字技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发展动能，现有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了数字技术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产业结构升级、创新效率等方面的正向积极效应。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部分文献经过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生产过程能够优化农业要素配置，引发农业生产力发生变革、形成数字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从而带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如杨建利等[3]、孙俊娜等[4]）。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关键，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当前中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的机遇[5]。有研究认为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6]；加快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带动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7]；数字技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和优化创新要素配置等途径显著提升地区创新效率[8]。
[bookmark: _Hlk141123804]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是现阶段构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是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柱[9]。石清华[10]、罗明忠等[11]、马晓河等[12]、张慧[13]等众多学者研究发现，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有助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并对破除城乡壁垒、实现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加强城乡市场联动、畅通城乡循环、构建统一大市场、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佟光霁等[14]、张子珍[15]的研究，由于中国长期施行“城市倾斜、工业偏向”政策，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日益拉大，产业关联效应弱，产业结构同构程度高。为提高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有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包括完善经济体制、优化相关政策，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实践中紧抓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机遇，有效弥合城乡发展鸿沟，增加要素在县域层面上的集聚并在城乡之间加速流动，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形成城乡有机分工模式，加速三产融合发展（如魏人民[16]、王朝华[17]、文丰安[18]、仲德涛[19]、王小广[20]、张子珍等[21]、宋圭武[22]、张海鹏[23]）。为科学客观测度中国各省域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李存贵[24]【补著录文后文献】从产业发展及成果分配、产业要素关联、城镇网络水平、基础设施水平4个层次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了因子分析方法来测算区域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
关于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所得结论差异较大。其中，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机制，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5]；有研究提出数字技术具有高渗透、高价值、高技术、非竞争性特征[26]，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扩宽市场范围可提升农村地区各类要素资源可得性[27]，以及通过调配城乡资本要素配置格局从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8]；有研究提出进一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在乡村地区通过数字技术推进科技与组织创新可显著提升乡村地区数字化生产力，形成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提升和重组再造，从而提高乡村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如安晓明[29]、赵培等[30]、赵早[31]、陈鑫鑫等[32]）；还有研究提出可通过培育城乡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探索城乡产业链数字化深度融合新场景等来优化城乡产业发展[26]。此外，也有研究认为通过普及数字技术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应用，进一步畅通需求表达机制，以需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可进一步带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33]。
现有相关研究经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等方法已经证明了数字技术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正向积极效应，数字技术发展为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城乡经济问题带来了可行之策，但关于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该主题：（1）构建数字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30个省域的数字技术发展应用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域的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2）借助省级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并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角度出发，分析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区域异质性。（3）在研究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非线性影响作用时，考察县域经济在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验证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技术是否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不同影响效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
数字技术为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基本技术支撑，对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加速城乡要素流动（肖俏等[34]）、强化城乡产业发展联动产生正向积极效应。首先，近年来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优化建设进一步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基础，弥补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短板，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28]。其次，在后发优势驱动下，乡村地区可参考城市先进经验，利用数字技术着力提升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35]，普及推广农业发展新模式，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缩小城市与乡村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差距。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为密切城乡联系增添虚拟渠道，一方面通过数字化转型可加速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另一方面为加速以信息为代表的新型数字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撑[34]。最后现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有利于各地区深化科技与组织创新，优化城乡产业分工，实现城乡产业链的延伸、提升和重组再造，为实现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与升级提供新要素、注入新动力[26]，从而强化城乡产业发展联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提升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2.2   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异质性分析
[bookmark: _Hlk164867959]数字技术的发展可打破城乡物理限制，将城市先进数字装备与农业科技应用于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增强互联网红利外溢效应，反向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由城市流向乡村，强化城乡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作用，促进城乡融合[36]。但由于自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条件、历史发展历程、政策支持倾向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发展呈现较大地区差异，从而致使国内各区域数字技术发展的水平、方向与应用的广度、深度、倾向呈现不同特征[37]。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由于显著的城乡差距，致使中国数字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深度渗透速度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产业渗透程度来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在中国消费领域发展最早且发展程度最高，尤其是零售业，其次为制造业，最后为农业，并且当前数字技术对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相对滞后；从资本回报率来看，当前第一二产业的数字化资本回报率在中国呈下降趋势，尤其农业下降幅度最大，低于第三产业，资本在利润驱动下将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技术对城乡不同产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38]。综上，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及数字技术影响作用的行业异质性，可能导致不同地区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不同。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技术对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
2.3   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县域经济中介效应
县域作为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连接城镇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关键节点[39]，也是城乡进行各类要素流动、实现产业交互联动的空间载体，对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能够有效拓展城乡要素流动途径、创新要素流动形式、丰富要素流动主体，从而增强城乡要素流动强度[40]，提升城乡产业交互能力。因此，发展县域经济，能够增加县域层面数字技术投入、提升数字技术在县域层面的应用水平，从而以县域为中介，更好发挥数字技术对增强城乡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强度的作用。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结合部，它既要参与工业化的推进，又要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39]。根据冯献等[41]的研究，以县域为着力点和重要平台，有利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技术在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发挥着重要中介作用。
2.4    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省份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存在明显差距，从而致使各省份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参差不齐。数字技术研发初期依赖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因而需要大规模、持续性资金投入与智力支持[42]。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能够集聚大量数字人才，赋予数字技术发展强大资金支持，更加有利于数字技术发展；而经济落后地区往往面临人才流失、投资不足的双重困境，陷入“经济落后－数字技术发展滞后－经济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同时数字技术发展先进的地区可能因先发优势对落后地区形成技术性竞争壁垒[42]。因此，数字技术在发展初期，可能因高成本投入而无法显著推进城乡产业发展；在数字技术前期应用中，可能因高额运营成本而无法产生明显经济效益；当数字技术应用达到一定水平，根据梅特卡夫法则，此时数字技术应用边际成本将显著降低，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综上，数字技术可能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着非线性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潜力和应用水平差距明显，由此引致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当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数字技术才能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积极影响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度
3.1.1   被解释变量：城乡产业协调度
本研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出城乡产业协调度（Uric），用来直观反映城市产业与乡村产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程度。首先计算出各省份城乡产业耦合度C以及协调指数T。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式（1）～（3）中：分别表示城市和乡村产业发展综合值； 和 为权重系数，其赋值分别代表城市与乡村产业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两大地域体系，其产业发展承担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任务，具有相同重要性，因此 和 均设为0.5。
C值和Uric值在0～1之间变动。其中，Uric值越大表明区域城乡产业耦合协调性越好，即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参照邓崧等[43]对耦合协调等级的划分和评定标准，认为当Uric∈[0,0.4]时该，城乡产业发展处于失调阶段；当Uric∈[0.4,0.7]时，城乡产业发展处于由失调转向优质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Uric∈[0.7,1]时，则表明城乡产业发展处于优质协调阶段，城乡产业实现了良性联动发展。
在对城市和乡村进行界定时，陈坤秋等[44]认为城市系统是以非农产业与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空间地域系统，提供非农产品、非农服务与非农就业机会等；而乡村系统则是除城市以外的一切空间地域系统，主要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农产品与服务。因此本研究在计算城市产业发展综合值、衡量城市产业发展情况时，将工业及服务业归为城市产业，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来衡量工业发展水平，并利用各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之和来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由于中国广大乡村长期以农业作为支柱产业，同时随着近年来乡村第三产业高速发展，服务经济在乡村经济中作用日益突出，服务业成为另一重要产业，因此在计算乡村产业发展综合值、衡量乡村产业发展情况时，将农业及服务业归为乡村主产业，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来衡量农业发展水平，采用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
3.1.2   中介变量：县域经济
采用各省份县域生产总值总额来衡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为减少数据波动性、提高模型的精确性，对县域地区生产总值总和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ln cdgdp。
[bookmark: _Hlk136965942]3.1.3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水平
为科学评估各省份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水平（以下简称“数字化水平”，即Dig），考虑到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包含多方面内容，单一指标无法全面衡量一个地区数字化水平，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45]于2020年所搭建的数字经济产业框架，并借鉴金灿阳等[46]的研究，构建了数字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提高指标计算客观性，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代理变量权重，然后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出综合值。具体指标选取见表1。
表1  中国各省份数字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权重）
	测度变量（权重）
	单位
	指标属性

	[bookmark: _Hlk135231652]数字基础设施（18.05%）
	电信主要通信能力（5.03%）
	光缆线路长度（5.03%）
	km
	正向

	
	电信通信服务水平（2.02%）
	移动电话普及率（2.02%）
	部/百人
	正向

	
	互联网发展情况（11.00%）
	域名数（11.00%）
	万个
	正向

	产业数字化（30.18%）
	产业数字化投入（15.07%）
	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强度（4.69%）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
全时当量（10.38%）
	人/年
	正向

	
	产业数字化能力（11.29%）
	电子商务销售额（11.29%）
	亿元
	正向

	
	产业数字化应用（3.82%）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3.05%）
	台
	正向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0.77%）
	个
	正向

	数字产业化（51.77%）
	产业基础（15.87%）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15.87%）
	万个
	正向

	
	产业主体（14.64%）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14.64%）
	个
	正向

	
	产业规模（21.26%）
	软件业务收入（16.36%）
	万元
	正向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4.90%）
	万元
	正向


[bookmark: _Hlk140707644]注：上级权重为所包含的下级指标权重之和。

3.1.4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政府干预水平（Gin），采用各省份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征，地区城乡政策衔接、体制健全是推动地区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 Eco），选用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为缓解数据波动性并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数值进行对数化处理，在城乡产业发展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产业结构优化；城乡收入差距（Idur），采用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有利于加速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从而提高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
3.2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匹配样本数据时间跨度的双重考量，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EPS（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库获取主要数据，通过查询《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进行数据补充，并运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少量缺失数据，整理出中国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港澳台数据统计方式不一致和西藏地区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未被纳入研究范畴。
3.3      计量模型的设定和估计方法
3.3.1    基本模型构建
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更加有利于控制不可观测效应，扩大样本量、增加自由度、缓解共线性问题，使回归结果更趋于准确。本研究采用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原因如下：一是中国数字经济在2011－2021年取得高速发展，数字技术不断迭代更新，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影响作用受时间变化影响显著；二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导致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与应用深度地区差距明显，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赋能效应呈现出地区异质性；三是相比于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无需假设个体效应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更加适用于本研究。因此，设定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式（4）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表示地区城乡产业协调度；表示年份固定效应；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为更好验证数字技术与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其他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因素引入控制变量，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式（5）中，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3.3.2    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在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是否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参考黄永春等 [47]研究中的检验方法，设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6）
（7）
（8）
式（6）～（8）中： 和 分别反映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总效应与直接影响效应； 及表示县域经济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中介效应。
3.3.3    门槛效应模型
根据本研究以上假设，各省份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为验证各省份数字技术在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借鉴Hansen提出的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理论[48]，在式（5）的基础上引入示性函数，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 Eco）作为门限变量，建立门槛模型如下：
[bookmark: _Hlk150263990][bookmark: _Hlk140794728] （9）
4   实证检验
4.1     基本回归分析
在确定模型过程中，分别对未加入控制变量及加入控制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的P值皆小于0.05，强烈拒绝原假设，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此外，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均显著，因此选择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如表2所示，可见地区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H1得到充分验证；同时，政府干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皆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加有利于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此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表2  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Uric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最小二乘法回归检验
	省份单一固定效应回归检验
	年份单一固定效应回归检验
	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检验
	随机效应检验
	双固定效应回归检验

	Dig
	0.721***
	0.360***
	0.322***
	0.197**
	0.310***
	0.214**

	
	(13.046)
	(6.976)
	(6.049)
	(2.504)
	(4.102)
	(2.541)

	Gin
	
	
	
	
	−0.259**
	0.497***

	
	
	
	
	
	(−2.572)
	(2.906)

	ln Eco
	
	
	
	
	−0.007
	0.309***

	
	
	
	
	
	(−0.261)
	(4.260)

	Idur
	
	
	
	
	−0.079**
	−0.130*

	
	
	
	
	
	(−1.988)
	(−1.797)

	Constant
	0.365***
	0.410***
	0.414***
	0.318***
	0.762**
	−2.929***

	
	(37.829)
	(18.976)
	(57.065)
	(11.188)
	(2.095)
	(−3.222)

	省份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330
	330
	330
	310
	330
	330

	拟合优度
	0.340
	0.342
	0.020
	0.877
	0.523
	0.888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下同。

4.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4.2.1    稳健性检验
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参考钟晓君等[49]的研究，依据其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替换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以数字基础设施（Dinf）、数字产业化（Szind）两个子指标代替核心解释变量，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二是排除异常值。二是对面板数据进行1%缩尾处理后再进行回归估计，此方法可减少特殊时间及省份异常值的干扰。结果显示（见表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皆对中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行缩尾处理后，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回归结果保持更高显著水平，更加说明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3   研究结论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URIC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缩尾处理

	
	Dige
	Dinf
	Szind
	

	Dig
	
	
	
	0.311***

	
	
	
	
	(3.350)

	Dige
	0.261***
	
	
	

	
	(3.350)
	
	
	

	Dinf
	
	0.251***
	
	

	
	
	(4.227)
	
	

	Szind
	
	
	0.126*
	

	
	
	
	(1.828)
	

	Constant
	−2.750***
	−2.240**
	−3.214***
	−2.813***

	
	(−3.053)
	(−2.454)
	(−3.575)
	(−3.1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样本量/个
	330
	330
	330
	186

	拟合优度
	0.890
	0.892
	0.887
	0.528



4.2.2   内生性讨论
[bookmark: _Hlk164883564]通过加快发展与普及应用数字技术可加速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同时城乡产业协调水平的提升也为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为缓解由反向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本研究对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均进行滞后1期（L.Dig）处理，避免当期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对数字技术的影响，以此克服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见表4）：滞后1期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与此同时，选取两个工具变量代替数字化水平变量，其中一是根据曾祥炎等[50]的研究，选用各省份科技创新水平并用专利授权数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二是借鉴李娅等[51]的方法，选用各省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的对数，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与最大似然法（LIML）分别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见表4）工具变量均通过不可识别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选取合理且有效，且LIML与 2SLS 估计结果一致，说明此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避免内生性问题的检验结果
	变量
	Uric

	
	滞后1期处理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最大似然法

	
	
	工具变量1
	工具变量2
	工具变量1
	工具变量2

	Dig
	
	1.102***
	1.517***
	1.102***
	1.517***

	
	
	(6.997)
	(6.322)
	(6.997)
	(6.322)

	L.Dig
	0.255***
	
	
	
	

	
	(2.578)
	
	
	
	

	Constant
	−1.615
	2.966***
	3.811***
	2.966***
	3.811***

	
	(−1.553)
	(7.833)
	(7.252)
	(7.833)
	(7.2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Kleibergen-Paap rk LM
	
	37.611
(<0.001)
	33.577
(<0.001)
	
	

	Cragg- Donald Wald F
	
	129.480
[16.38]
	58.431
[16.38]
	
	

	Hansen J
	
	<0.001
	<0.001
	
	

	N/个
	300
	330
	330
	330
	330


注：1）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括号内对应识别不足检验的P 值；2）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括号内对应 Stock -Yogo 弱识别检验的 10% 临界值。

4.3   地区异质性检验
鉴于中国各区域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无论是数字化水平还是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特点，致使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分别对中国四大经济区域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5），中部及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并且中部地区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无显著影响作用，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具有地区异质性，H2得到验证。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区抓住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稳步提升数字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不断提高，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省份众多，区域内各省份产业发展差距明显，且各省份发展特殊性突出，比如海南无工业企业、北京逐渐转型为行政区域，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赋能作用受到诸多外在因素制约；而东北地区数字化水平落后，数字技术赋能效应有限。
[bookmark: _Hlk140812962]表5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Uric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地区

	Dig
	−0.045
	3.648***
	0.469*
	−0.463

	
	(−0.348)
	(5.027)
	(1.723)
	(−0.250)

	Constant
	−7.331**
	−0.156
	0.000
	1.636

	
	(−2.334)
	(−0.077)
	(.)
	(0.2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样本量/个
	110
	66
	121
	33

	拟合优度
	0.882
	0.903
	0.857
	0.813



4.4    中介效应检验
为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县域经济与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三者关系，检验县域经济在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表6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估计系数显著均为正显著，表明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且通过提升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水平可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而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技术及县域经济估计系数皆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在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可能发挥中介效应。另外，选择Sobel 检验方法与Bootstrap 检验方法对县域经济中介效应进行更深一步检验。根据Sobel 检验结果，县域经济发挥着显著中介效应，并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2.223%；同时 Bootstrap 检验结果中置信度为 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进一步验证了在数字技术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呈现出“数字技术－县域经济－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传导机制，因此H3成立。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Uric
	ln cdgdp
	Uric

	
	
	
	加入中介变量ln cdgdp

	Dig
	0.623***
	3.247***
	0.547***

	
	(9.51)
	(5.96)
	(8.07)

	ln cdgdp
	
	
	0.024***

	
	
	
	(3.58)

	Constant
	1.623***
	13.747***
	1.669***

	
	(9.51)
	(7.27)
	(6.9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个
	110
	66
	121

	R2
	0.882
	0.904
	0.857

	Sobel检验
	Z=3.069，其P值为0.002，

	
	中介效应/总效应=12.223%

	Bootstrap 检验
	95%置信区间[0.023，0.130]


注： Bootstrap 法共随机抽样1 000次。

4.5     门槛效应检验
4.5.1  门槛模型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过程是否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影响，采用以上所构建的面板数据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单一门槛估计检验与双重门槛估计检验结果均见于表7，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单一门槛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单重门槛影响，且门槛值为10.379，与H4基本相符。
表7  门限值检验结果
	门限变量
	门槛类型
	门槛值
	F值
	P值
	临界值

	
	
	
	
	
	10%
	5%
	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单一门槛
	10.379
	26.21**
	0.046
	21.515
	25.114
	39.370

	
	双重门槛
	10.491
	11.09
	0.336
	17.500
	20.554
	28.901


注：P值和临界值均采用Bootstrap法反复抽样500次得到。

为进一步检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有效性，利用似然比检验 （LR）统计量绘制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单重门槛值95%置信区间图，具体如图1所示。图1中横轴表示门槛变量，纵轴为LR统计量，虚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参考线，穿过置信区间参考线的曲线最低点即为真实门槛值。可看出单一门槛值与表7结果一致，为10.379；在数字技术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作为门限变量的单重门槛值95%置信区间为[10.367,10.393]，且明显收敛于[10.367,10.393]，表明门槛检验结果真实有效。
[image: ] 
图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单门槛估计

4.5.2   门槛模型估计
采用单重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讨，结果见表8。可见，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未超过门限值10.379时，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显著，此时数字技术无法显著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时，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显著，此时无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均有积极推动效应。这说明，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数字技术才能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正向推动作用，H4再次得到验证。
表8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Uric

	
	−1.397***
（−4.23）

	
	0.229***
（3.75）

	Constant
	0.471***
（5.31）

	控制变量
	是

	样本量/个
	330

	R2
	0.207


[bookmark: _Hlk137000056]5   结论与建议
推进城乡两大地域体系产业实现协调发展是新阶段中国构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与动力，是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本研究以数字技术为切入点，通过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是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第二，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性，当前中部地区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作用最强，其次为西部地区，东部及东北地区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暂时无正向显著促进作用；第三，数字技术在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第四，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数字技术才会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发挥正向显著影响。
[bookmark: _Hlk150164773][bookmark: _Hlk150164698]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加速推进城乡产业实现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推进乡村数字基建。数字基础设施是提高地区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水平的根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增加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积极推进互联网、物联网、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弥补农村新基建服务短板，遏制城乡“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为加速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第二，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统筹规划。在提高地区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水平、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优化顶层设计，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政策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导向作用，并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城乡壁垒，使得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实现双向自由流动。其次，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广泛推进数字技术在政府管理服务中的深度应用，加速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增强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更好发挥数字技术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部门针对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地区异质性，以制度和政策利好为切入点，对经济发展滞后地区进行政策扶持，增加财政投入，助力这些地区发展及应用数字技术。第三，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城乡居民之间明显的数字素养差距导致城乡居民对数字红利的利用程度与获取能力也存在明显差距，限制了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强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同时扩大数字素养教育服务范围，推进数字素养教育服务进一步下沉，将教育服务延伸到城镇社区、城市新市民聚集地和边远落后乡镇，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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